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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历史研究　

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与《湘军志》毁版事件①

彭平一
（中南大学 历史与文化研究所，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）

摘　要：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事功在湖南绅士中激起了一种“湘军情结”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，《湘军志》的编修
及其被毁版，与这种“湘军情结”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同时，《湘军志》被毁版，也反映了湖南绅士的“正统湘军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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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湘军志》毁版后百余年间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。已有
学者从史学角度对《湘军志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。本

文无意从史学史角度对《湘军志》进行评价，只是把《湘军

志》毁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，分析其在１９世纪后期湖
南绅士“湘军情结”形成过程中的意义。

一　湘军事功激起的“湘军情结”
湘军于１８６４年攻占天京后大批裁撤，大量湘军官兵带

着他们的军功回到湖南。他们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功

业记忆和政治文化优越感带回了湖南；而清王朝和那些回

籍的湘军将领在湖南各地以各种方式褒扬和宣传湘军功

绩，从而在湖南激起了一种弥久日盛的“湘军情结”。

那些因军功而授予的上到总督、巡抚，下到游击、都司

的实职和虚衔本身就是一种最实在的褒奖。据统计，在

１８２名可查的湘军高级将领和幕僚中，被授予总督、巡抚的
有２７人，授予提督、布政使等其他实职的有１３１人［１］６４。在

一般员弁中，因军功被授予游击以上虚衔的，仅在湖南就

有６３１９人，湘乡一县竟达２４９０人［２］３１０９－３１６３。这些人的军

功，成为了“湘军精神”的外在表现，自然，他们也就成为了

湖南人为之骄傲的捍卫名教和皇权的忠义诚勇典范。

由湘军将领或地方官员奏请朝廷对战死或以后死亡

的湘军将领赐恤，并建立专祠或入祠附祀，“由地方官春秋

致祭”，也是对湘军精神褒扬和宣传的重要方式。“自军兴

以来，楚南建专祠者不下十余人，附祀者且数万人。”［３］这

只是同治十年（１８７１年）的记载。这种赐恤和建祠祭祀的

援例一起延续到清亡，其间对于原来立有战功的湘军将领

死亡后都“援例赐恤”，有些还建专祠祭祀或附祀。从１８７１
年到１９１１年还有多少湘军第一代、第二代将领获得如此殊
荣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从陈宝箴担任湘抚期间湖南赐恤

和建祠祭祀对象的数目来看，这一数字当不在少数①。对

湘军将领赐恤和建祠祭祀，“向世人昭示着湘军的赫赫战

功和湘绅奋起卫道，前赴后继血洒疆场的悲烈壮举，使活

着的人们由衷产生一种崇拜敬畏之情。”［４］１１０毫无疑问，这

种形式对于传播和延续湘军的价值理念是具有重要意

义的。

平定了太平天国后，湘军将领还以刻书、修志、兴学等

文化活动来宣传自己及湘军的事功，弘扬儒学圣道。在攻

下南京后，曾国荃于１８６４年在此设立金陵书局，刊刻《船山
遗书》，曾国藩对此非常重视，亲自参与了该书的考异校

阅。该书于１８６５年刊成后，曾国藩大量地分送给自己的亲
朋好友。曾氏兄弟刊刻《船山遗书》的目的是为了利用王

船山的“忠”、“仁”、“礼”思想达到整肃人心风俗，维护社

会秩序的目的。这得到了湘军系统回籍将领和官员的遥

相呼应。彭玉麟在其家乡衡阳创立船山书院，并亲聘王

运为山长，曾国荃将所刻《船山遗书》赠之。郭嵩焘在长沙

主讲城南书院时，建船山祠“于南轩祠之旁”。后来又创思

贤讲舍，以奉祀王船山为讲舍必行礼仪。郭嵩焘在表明创

建船山祠的目的时说：“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，求其

书读之，以推知诸儒得失，而于斯道盛衰之由、国家乱治之

故，皆能默契于心。”［５］５１３这与曾氏兄弟刊刻《船山遗书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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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是一致的。

与此同时，“同光间湘军将帅多回乡资助和倡修州县

志，一时湖南修志成风。”［６］１７与前述刻书活动一样，重修地

方志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圣道，整肃人心风俗，重建

伦理秩序，使“湘之贤大夫砥砺名行、敦厚风俗，用以踵乡

先贤之遗烈，栋家干国无负颂臣”［７］卷首。同时，也有宣扬湘

军战功，弘扬其卫道护圣功业的目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回

籍的湘军将领纷纷以各种形式，或捐资捐物、或策划赞商、

或挂名主纂，有的甚至亲自出马参与编修。同治一朝湖南

全省共有长沙、衡阳、湘阴、宁乡、桂东、桂阳、新宁等５０多
个府、州、县的地方志得以重修，彭玉麟、李元度、席宝田、郭

嵩焘等湘军的重要人物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１８７４
年，更有曾国荃和郭嵩焘主纂的《湖南通志》成书。

二　《湘军志》的编修及其毁版
正是在这种褒扬和宣传湘军事功的社会文化热潮中，

《湘军志》的编修成为了这股热潮的高峰。

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后就有意编修湘军史

志，但一直议而未行。郭嵩焘给友人信中说：“湘军本末，

宜有述录。发议自吴南屏，嵩焘实倡行之，曾稢刚一以属

之王壬秋。”［８］３７南屏即当时湖南著名才子吴敏树（岳州

人）。他与左宗棠为同榜举人，与曾国藩“交尤笃”。但他

曾称：“不望见用于时，犹愿发挥文字。”曾国藩两次请其入

幕，“亦婉言谢绝”。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，吴敏树曾随曾

国藩出巡，遍访江南旧战场。他“欲撰写湘军战绩告曾国

藩，曾因不满意所言写法，未置可否。”［９］３４０－３４１后来，吴敏树

又致信郭嵩焘，主张“欲得一备知首尾之人，先具一纪事本

末之稿”［１０］２５４。曾国藩生前曾属意王运来编修湘军史

志。据传王运受曾国藩之托，撰湘军史志提纲给曾国藩

看，曾要王运“为尊者讳”，并许以“谢万金”，遭到拒绝。

此事是否为实，固难考证，但曾国藩属意王运撰写湘军

史志却是事实。曾国藩死后，编撰湘军史志之议重新提

出。其子曾纪泽于光绪元年（１８７５年）请王运编修《湘军
志》。曾纪泽认为：“洪寇之平，功首湘军。湘军之兴，二十

余年，回捻平定，又已十年。当时起义之人，殉难之士，多就

湮没，恐传闻失实，功烈不彰。必当勒成一书，以信今而传

后。”而之所以委托王运，是因为王运“志在撰述，亲同

袍泽，……且文正尝言，著述当属之王君，功业或亦未敢

多让。”［１１］７５－７６

平心而论，王运也确实是编修《湘军志》的合适人

选。首先，王运是当时名士，湘军部将等意欲表彰湘军

功烈，当然想借重王氏的名声；其次，王运“志在撰述”，

尤长于史志，此前已主持修撰《桂阳州志》《衡阳县志》《东

安县志》，参与校定《清泉县志》［１２］；其三，王运与曾国藩

等湘军将领关系密切，“情同袍泽”，从曾纪泽等来看，由王

运主修《湘军志》，应该对宣扬湘军事功有利。

王运为撰写《湘军志》也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

力。他深知修湘军史志之难：“不同时，失实；同时，循情；

才学识皆穷，仅纪其迹耳。”［６］６５０况且，他毕竟没有参与湘

军的军事活动。他曾入曾国藩之幕，“挟策以干曾国藩等，

率见谓迂阔之谈，落落寡合，无所藉手。”［８］３８因此，在了解

和掌握史实方面是有其不足的。但他还是尽可能多地披

阅了他能接触的材料。从光绪三年五月，他开始撰写《湘

军志》，到光绪四年十一月，“《湘军志》草创毕，始定蜀游”。

在四川主讲尊经书院期间，他又多次“改定《湘军志》”，补

充了《援蜀篇》《川陕篇》《营制篇》等，直到光绪七年闰七

月，“《湘军志》始成”。十月，“《湘军志》刻成，取版以

归”［１１］８２－１１１。

王运对《湘军志》自视甚高。他日记中记载撰述《湘

军志》过程，时有自得之词。如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记：

“作《湘军篇》，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，居然似史公矣；不

自料能至此，亦未知有赏音否。”二十八日记：“作《曾军篇》

成，共十二叶，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，甚为得意。”三月十

七日记：“撰《军志篇》成，读一过，似《史记》，不似余所作诸

图志之文，及悟 《史记》诚一家言，修史者不能学

也。”［６］６４３－６４８他把他的《湘军志》比作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这

大概不仅仅是指文笔和对史料的把握方面，更重要的是他

一直以他能够“秉笔直书”，“成一家之言”而自负。而恰恰

就是这一点，使他的《湘军志》遭到了湖南绅士，特别是在

湘的湘军将领的激烈反对，最终竟遭毁版之祸。

王运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带着在成都刻好的

《湘军志》书版回到长沙。他刚回到家，郭嵩焘就登门拜

访。王运即“送《湘军志》一部为答”［６］１０６２。此后，他又

将《湘军志》分送给长沙的一些湘军旧将与绅士。然而，令

王运“甚为得意”的《湘军志》却遭到了在长沙的湘军旧

部与湖南绅士的激烈抨击。首先是曾国荃，在王运归湘

后去拜访他时，他“指证其虚诬处，面加诘斥”。据说曾国

荃还扬言要杀王运以解心头之恨。长沙城内的绅士们

也纷纷加入到谴责王运的行列中。郭嵩焘是最早提议

修《湘军志》的，这时也是对王运指责最多的绅士，被称

为“反对《湘军志》的领袖人物之一”［８］３７。而郭嵩焘在长

沙的寓所也成为了绅士们议论、谴责王运的舆论中心。

众绅纷纷谴责王运在《湘军志》中对湘军诸将领的讥议

诋毁，甚至责骂王运“惑世惑民”，“以爱憎予夺之私，更

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”，“祸之中于人心风俗，讵减

于猛兽洪水者？”［１０］２５３许多平时与王运过往甚密的老朋

友也纷纷指责他“贬斥太多，不免犯众怒而动公愤”。当时

任湖南布政使的四川人李榕也谴责王运，“恨《湘军志》

较沅浦尤甚”，以至于王运不得不写信给李榕，表示“他

日阎王殿下，亦惟有俯伏认罪，自投油锅”［１３］１２。

面对如此“公愤”，王运开始只是想让受赠《湘军志》

者烧毁了事。光绪正月初七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以外间

颇欲议论《湘军志》长短，与书佐卿，属告诸公烧毁之。”然

而，绅士们仍不罢休。郭嵩焘与黄子寿、左锡九、余佐卿、张

笠臣、朱香荪等商议，提出要王运“尽交出其案卷及《方

略》诸书，并所刻板片及刷就之百部，全数清交，徐筹改刻

之法。”朱香荪甚至提出，王运在湖南“无可自立之势”，

要他“及时出游，俟一二年后人言稍定，始可回湘。”［１４］２５２面

对压力，王运极不甘心。当左锡九受众绅之托来他家催

交书版时，他非常生气地说：“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，为众

掩复，毁版则可。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，而来索版，是无礼

也。君不宜为众人所使，且置身事外，以免咎尤。此版吾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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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毁之，又何劳索？”［６］１０７２但他最终还是难犯众怒，不得不

于三天后将书版及已印成的书送到郭嵩焘处。郭嵩焘“函

询曾沅浦宫保，复函属交子寿、笠臣。二君之来，盖承沅老

之命，商酌领取。”［１４］２５５《湘军志》初版最终被毁了。这就是

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《湘军志》毁版事件。

三　王运的名士性格与《湘军志》
毁版

如上所述，曾纪泽和郭嵩焘等之所以属意王运来编

修《湘军志》，一来为了借重王运的名士声誉，以提高湘

军的地位；二来认为王运与曾国藩以及其他湘军将领多

有来往，“亲同袍泽”，让他来撰写，“功业或亦未敢多让”。

然而，恰恰是曾纪泽和郭嵩焘等绅士想要借重的名士

声誉使他们宏扬湘军功业和精神的目的没有达到。王

运（包括前述的吴敏树）作为当时“名士”与一般绅士有着

不同的政治性格。他们一般名高而不仕，这使他们与一般

既仕而名显的达官贵人有一种本能的隔阂。王运曾献

谋于曾国藩，但曾国藩对其敬而远之。这就使他有一种不

得志的“落落寡合”之感。他在给吴大徵的信中说：“运

平生志愿，满腹经纶，一不得申。每嗟感遇所差胜

者。”［１５］５５说明他也为自己没有得到重用的机会而叹息。

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：“运行天下，见王公大人多矣，

皆无能求贤者。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，节下用人材不求人

材，其余皆不足论此。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，尚不足知人

材，何从而收之用之？故今世真能求贤者，运是也；而又

在下贱，不与世事，性懒求进，力不能推荐豪杰，以此知天

下必不治也。”又说：“运自不欲以功名见视当世要事，若

存乎蓬艾之间，亦非节下诸公札调能来，亦非诸公肯荐自

代，有贤无贤，何与人事。”［１５］２１－２３从这些议论中足可以看

出王运自命清高，又不甘寂寞的“名士”性格。正是这种

“名士”性格使曾国藩、左宗棠和胡林翼等不愿用他；也使

他对曾左胡等久有怨言。而在查阅种种史料的过程中，他

又接触到这些湘军统帅不被常人所知的一些弱点，因此，

他借机发泄自己的私怨就在所难免了。所以徐一士说他

“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，虽多写状甚工处，非于表

扬无裨，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，或涉讽刺，或近揶

揄。”［８］３８征诸王运的性格，想必此说不假。更何况王

运将自己“作《湘军志》，庶乎轶承祚睨蔚宗”，又将自己写

的《湘军志》自比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以“秉笔直书”自负。

王运自诩效法司马迁、陈寿和范晔“秉笔直书”既有其史

学观的因素，同时也不能排除其用“秉笔直书”来突出自己

的“名士”性格的因素。因此，他在《湘军志》中对湘军将领

的批评，既有“秉笔直书”的一家之言，也有以讽刺揶揄发

泄自己私怨的原因。究其深层次原因，更多的恐怕是王

运的“名士”性格使然。

然而，恰恰是王运“名士”性格和“秉笔直书”触犯了

那些出赀让他修史的湘军将领的大忌。徐一士说得好：

“盖纂修《湘军志》一事之发起，旨在表扬湘军功烈，垂乡邦

之荣誉。而运任此，自出心裁，成一家之言。”［８］３８王运

为显示自己的“秉笔直书”和名士性格，对湘军将领进行贬

抑和讽刺，怎能达到“表扬湘军功烈，垂乡邦之荣誉”的目

的呢？难怪《湘军志》一出，马上激起了“湘人的公愤”。公

愤首先是起于曾国荃。王运在《湘军志》中对曾国荃引

以自豪的克复金陵之战写得非常简略，平心而论，作为这

场恶战的指挥者，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，其愤怒之情

是可想而知的。更何况王运还将攻破金陵后，曾国荃纵

兵在城内大肆抢掠之事也捅了出来，难怪曾国荃“几欲得

此老而甘心”［１０］２５４。

曾国荃的怒气很快扩展为长沙绅士们的“公愤”。在

曾国荃对王运“盛气责之”时，后来齐声谴责王运的大

部分绅士可能还没有细读《湘军志》，即使有人读，也没有

发现其中的问题。正如事后王先谦所言：“盖兵事曲折轻

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。事过境迁，化而为文，

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，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。此所以

壬秋志出，君家令伯祖、令祖两公独引为私憾，而他人视之

淡如也。”［８］４２在曾国荃指斥王运后，郭嵩焘“取其书而读

之”，发现了更多的问题，进而开始批评王运。在曾国荃

和郭嵩焘先后发难后，“一时物议沸然，军阀尤愤”；而郭嵩

焘等认为王运“颠倒功过是非，任意低昂，则犹文人气

习，不足怪也”［１４］２５４。在这里，绅士的“湘军情结”与王运

的“名士”性格的隔阂和对立昭然若揭。

四　“正统湘军观”与《湘军志》毁版
在对王运的批评谴责中，我们更应注意其中所包含的

“正统湘军观”。这种“正统湘军观”正是湖南绅士“湘军情

结”的核心内容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会“正统湘军观”。

第一，当时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湘绅认为，湘军是湖南

的军队，是湖南人的骄傲，写湘军事迹当然应该突出湘人。

所以，对《湘军志》有意或无意埋没湘军湘籍将领的写法，

众绅感到非常愤怒。张自牧（字笠臣）直指《湘军志》为“诬

善之书”，认为此书“楚人读之惨伤，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

目”［１０］２５４－２５５。郭嵩焘在其日记中记载：“阅壬秋《湘军志》

一卷，极意表塔忠武公，而于王初田亦颇叙其战功，湖南人

士，多隐其名，似不免意为高下。张笠臣所述，实亦信而有

徵。”［１４］２５３－２５４他还指责《湘军志》“专叙塔忠武、多忠武战

功，湘人一皆从略，江忠烈直没其名。至江西载其以一军

赴援，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。而于李勇毅、杨厚庵则

竟诋斥之。”“开端数行中，便谓洪寇之盛，实自湖南始，始

合围而纵之，又起偏师追而歼之，直以是蔽罪湖南，亦竟不

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。”［１０］２５４－２５５说王运因掌握史料的多

寡而导致所记史实详略不当，这种情况是免不了的，甚至

可以说王运因个人感情的好恶，有意识对某些他不喜欢

的人（如李续宾和李续宜兄弟）少记或不记，这种情况或许

也是有的。但说王运有意不记湖南人，“湘人一皆从

略”，“直以是蔽罪湖南”却很难说是事实。而这恰恰成为

了众绅攻击《湘军志》的最重要的一点。为什么郭嵩焘等

要如此认定，并大兴问罪之师呢？究其原因，只能说是湖

南绅士的“湘军情结”中掺杂了更多的湖南地域情感，这正

是当时湖南掀起的宣传歌颂湘军热潮的一个显著特点。

第二，当时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湘绅把曾国藩视为湘军

的领袖和灵魂，因此，《湘军志》的记述，必须以曾国藩为中

心，也容不得对曾国藩有些许“微词”。毫无疑问，从历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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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度来看，曾国藩确实是湘军的领袖和灵魂。然而，曾国荃

和郭嵩焘等强调这一点，恐怕有更深的用意。还是在《湘军

志》的写作过程中，王运将写好的《曾军篇》给郭嵩焘看，

郭嵩焘就指出该篇“于曾文正多刺议，寓书力戒之”。后来，

他又在《湘军志·曾军篇》的批注中说：“案湘军之名，创始

曾文正公。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。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；

西至甘肃，复新疆万里之地。皆承曾文正公之遗，以湘军为

名。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。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，

历叙各军分合。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。……湘军原

始实由曾文正公，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，未宜混合言

之。”［１０］２２３表面上来看，郭嵩焘指出了《曾军篇》名称之不妥，

似乎是《湘军志》体例篇名的问题，但实际这是“曾国藩是湘

军创始者和灵魂”这一“正统湘军观”的明确宣示。徐一士

看出了这一点：“曾国藩以湘军领导而居功首，最为群伦所

崇仰；《湘军志》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，不乏微词。其弟国

荃，仅亚国藩；运书其功状，亦不如其意。故国荃甚恶而诘

斥之，为王定安继撰《湘军记》之张本。”［８］３８－３９以曾国荃和郭

嵩焘为首的湖南绅士批评《湘军志》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

突出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创始者和灵魂的地位。这恰恰违背

了湖南绅士的“正统湘军观”。当然，对曾国藩地位的确认，

无疑也有为曾国荃争地位的含义。

王运在面临湖南绅士指责时给丁宝桢写了一封信，

信中说：“湘中兜鍪余气，笨伯如初。刘（坤一）、曾（国荃）

告归，城中顿有二督。岘首雍容，即当见录；沅弟鞅鞅，未知

所由。昨乃怪怨运，以所作《湘军志》为诋诃功烈。金刚

之徒附和一词，怒于市而色于室，已为可叹。而鄙州人士

怙于名位，竟成积习，身与交游，莫能救之。以此知史公论

淮阴未能学道，诚实见其所以然。而运德望俱无，坐观

扰攘，亦实无挽回之力，湘人愚直之风遂已衰矣。初在城

日少，尚未料其至此，此又一隅之隐忧耳。”［１５］１３１－１３２此处所

说“兜鍪余气”当指由湘军事功所激起的湖南绅士之气。

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，王运已经意识到他所得罪的不仅

仅是个别湘军将领和绅士，而是触犯了湖南绅士的“湘军

情结”。这也是他不得不交出《湘军志》书版的重要原因。

五　结　语
总之，《湘军志》毁版事件不仅仅是对《湘军志》这一史

书的评价问题，它实际上反映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后湖南

绅士的一种文化心理状态。这种称之为“湘军情结”的文

化心理对１９世纪后期湖南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参考文献：

［１］罗尔纲．湘军新志［Ｍ］．上海：上海书店，１９８９．
［２］（清）卞宝第，李瀚章，修．曾国荃，郭嵩焘，纂．湖南通

志（三）［Ｍ］．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０．
［３］（清）刘采邦主修．张延珂，张华理，萧瑞赓，等纂．长沙

县志卷十四秩祀二［Ｏ］．湖南图书馆藏，同治十年
刻本．

［４］许顺富．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［Ｍ］．长沙：湖南人
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４．

［５］（清）郭嵩焘．郭嵩焘诗文集［Ｍ］．长沙：岳麓书
社，１９７８．

［６］王运．湘绮楼日记［Ｍ］．长沙：岳麓书社，１９９７．
［７］（清）卞宝第，李瀚章，修．曾国荃，郭嵩焘，纂．湖南通

志（一）［Ｍ］．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０．
［８］徐一士．近代稗海·一士类稿［Ｍ］．成都：四川人民出

版社，１９８５．
［９］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．湖南省志·人物志上册

［Ｍ］．长沙：湖南出版社，１９９２．
［１０］王运，郭振墉，朱德裳．湘军志·湘军志平议·续湘

军志［Ｍ］．长沙：岳麓书社，１９８３．
［１１］王代功．清王湘绮先生运年谱·湘绮府君年谱

［Ｍ］．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７８．
［１２］陶先淮．王运生平大事年表［Ｊ］．中国文学研究，

１９８５（１）：４４－５２．
［１３］萧　艾．王湘绮评传［Ｍ］．长沙：岳麓书社，１９９７．
［１４］（清）郭嵩焘．郭嵩焘日记（第４卷）［Ｍ］．长沙：湖南

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３．
［１５］王运．湘绮楼笺启［Ｏ］．宝山尚友书房，宣统元年．

ＨｕｎａｎＧｅｎｔｒｙ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ａｎｄ
ｔｈｅ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ｓｔ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

ＰＥＮＧＰｉｎｇｙｉ
（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，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，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３，Ｃｈｉｎａ）

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：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ｐａｃ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ＴａｉｐｉｎｇＨｅａｖｅｎｌｙＫｉｎｇｄｏｍ，ｉｔａｒｏｕ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
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ａｍｏｎｇＨｕｎａｎＧｅｎｔｒｙ．Ａｓａ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，ｉｔｈａｓａ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ｍ
ｐｉｌ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ｓｔ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（ＸｉａｎｇＪｕｎＺｈｉ）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ａｎｇ
Ａｒｍｙ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，ｔｈｅ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ｓｔ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（ＸｉａｎｇＪｕｎＺｈｉ）ｈａｓａｌｓ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
ｔｈｅＨｕｎａｎＧｅｎｔｒｙｓ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ｖｉｅｗｏｆ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．

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：Ｐａｓｔ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（ＸｉａｎｇＪｕｎＺｈｉ）；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；Ｗａｎｇｋａｉ
－ｙｕｎ；ｔｈｅ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ｖｉｅｗｏｆＸｉａｎｇＡｒｍｙ

（责任编校　朱正余）

４６１


